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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作为欧盟的核心行政机构ꎬ欧盟委员会长期以来被视为技术导向的执行

者ꎮ 然而ꎬ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ꎬ欧盟委员会的角色逐渐向政治化的决策者转变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领衔候选人”程序的实践强化了欧洲议会在委员会主席遴选中的作用ꎬ

增强了委员会的政治权威与民主合法性ꎮ 与此同时ꎬ委员团的组织形式不断调整ꎬ内部

决策流程呈现出更强的“总统化”特征ꎮ 此外ꎬ总秘书处的职能扩张推动了欧盟委员会公

务员体系的集中化发展ꎬ增强了跨部门协调能力与政策执行效率ꎮ 上述改革实践重塑了

欧盟委员会的政治角色及其合法性基础ꎬ对欧盟机构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然

而ꎬ随着委员会的权能与能动性的持续增强ꎬ该机构不断扩张的政治抱负与欧盟有限的

财政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ꎮ 未来ꎬ欧盟委员会能否推动欧盟在预算等关键领域进行

配套改革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政治愿景与政策议程的可实现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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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以下简称“欧委会”)作为欧洲联盟的常设执

行机构ꎬ在推动政策实施与维护欧盟整体利益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ꎮ 然而ꎬ该机

构也长期面临批评ꎬ常被指责为由技术官僚主导、与普通公众疏离的“精英俱乐部”ꎮ

近年来ꎬ随着欧委会政策职能与权能的不断扩张ꎬ尤其是在应对多重危机中的强势作

为ꎬ其权力集中化的趋势及对成员国主权可能产生的影响ꎬ引发了公众与学界的持续

关注ꎮ 事实上ꎬ作为欧盟的核心机构之一ꎬ欧委会的政治与政策始终都是一个引发广

泛讨论的话题ꎮ



欧委会的发展ꎬ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ꎮ 第一阶段始于 １９５７ 年«罗马条约»

签署后ꎬ该机构以欧洲经济共同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以下简称“欧共

体”)委员会的身份成立ꎬ至 １９９９ 年桑特委员会集体辞职ꎮ 在此期间ꎬ欧委会的组织

形式与内部决策机制保持高度稳定ꎬ在西欧国家行政改革的大潮中显得相对保守与滞

后ꎮ①然而ꎬ自 １９９９ 年普罗迪委员会成立以来ꎬ欧委会在副主席尼尔􀅰金诺克(Ｎｅｉｌ Ｋｉ￣

ｎｎｏｃｋ)的领导下启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ꎮ②此后ꎬ在若泽􀅰曼努埃尔􀅰

巴罗佐(Ｊｏｓé Ｍａｎｕｅｌ Ｂａｒｒｏｓｏ)、让－克洛德􀅰容克(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及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的相继领导下ꎬ 改革的范围与深度不断拓展ꎮ 欧委会

在 ２１ 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显著改变了该机构的运作方式ꎬ也重塑了其政治角

色与合法性基础ꎮ 鉴于此ꎬ本文结合欧盟官方文件和已有文献ꎬ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ꎬ

系统性考察了欧委会在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方面的深刻变化ꎮ 文章旨在探讨:欧委会

改革的目标及其驱动因素是什么? 改革的内容表现为何种形式? 改革对欧盟整体政

治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

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探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发

展及其在欧委会研究中的适用性ꎻ第二部分回顾欧委会制度的早期发展ꎬ并将 １９９９ 年

桑特委员会集体辞职界定为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ꎻ第三部分分

析欧委会主席遴选方式的演变ꎬ重点考察“领衔候选人”程序(Ｓｐｉｔｚｅｎｋ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ｎ)的实

践及其影响ꎻ第四部分探讨委员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组织模式的调整ꎻ第五部

分评估欧委会在公务员体系与跨部门协调改革方面的举措ꎻ第六部分则主要关注欧委

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前景与挑战ꎮ

二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欧委会制度的发展

依据«欧洲联盟条约»第 １７ 条ꎬ欧委会作为欧盟的核心机构之一ꎬ被赋予多项关

键职能ꎬ包括但不限于提出立法倡议、监督欧盟条约和法律的执行、管理欧盟预算与相

关项目ꎬ并在除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外的多数对外事务中代表欧盟行事ꎮ 然而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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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所设定的法定权能与欧委会在实践中所行使的实际权能并非完全一致ꎮ 在«欧盟

宪法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流产后ꎬ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

发后ꎬ政府间主义重新抬头ꎬ对欧委会的实际权能提出了质疑ꎮ①在克里斯托弗􀅰Ｊ􀅰

比克顿(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Ｂｉｃｋｅｒｔｏｎ)等人主编的«新政府间主义»一书中ꎬ作者们指出ꎬ欧

洲理事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在决策与危机应对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ꎬ逐步演变为

事实上的“欧盟政府”ꎬ而欧委会则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ꎮ ② 尽管如此ꎬ随着难民危

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新一轮危机的接踵而至ꎬ学界对新政府间主义的解释力也提

出了反思和批评ꎮ 事实上ꎬ欧委会不仅没有在应对这些危机中被边缘化ꎬ反而日益展

现出作为“议程设置者”(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ｅｒ)与“政策创新者”(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的积极

作用ꎮ③

随着欧委会在实际权能和影响力方面的持续扩张ꎬ学界对该机构的讨论重新升

温ꎮ 一方面ꎬ有研究指出ꎬ欧委会在近期一系列危机应对中的积极表现可归功于冯德

莱恩主席的领导风格、政治经验以及与美国拜登政府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ꎻ④另一方

面ꎬ更多的学术研究指出ꎬ欧盟委员会在制度层面的改革才是其得以持续扩权ꎬ并在危

机应对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ꎮ 既有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从长时段视角

出发ꎬ分析欧委会在特定组织结构或政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ꎬ例如主席遴选方式的演

变、委员团组织形式的调整等ꎻ⑤第二类研究聚焦于特定届次委员会的改革举措ꎬ例如

对容克任期内委员团重组及其“政治委员会”理念的分析ꎻ⑥第三类研究则主要关注欧

委会与其他欧盟机构之间的竞合关系ꎬ探讨欧委会如何在权力互动中获得额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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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与能动性ꎮ①综合来看ꎬ上述三类文献为理解欧委会的改革与扩权提供了互补

的视角ꎬ但研究整体仍显碎片化ꎮ 尤其是在涉及欧委会内部组织结构改革的研究中ꎬ

尽管有学者提出“政治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②、“个性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③与“总统化”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④等关键概念ꎬ但围绕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内在逻辑及其相互关

联的探讨仍显薄弱ꎮ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ꎬ现有研究未能充分解释欧委会制度的发展

为何呈现出前后“断裂”的特征ꎬ即在普罗迪委员会成立前ꎬ欧委会制度表现出长期的

稳定性ꎬ而在其后却步入了渐进式改革的轨道ꎮ

在此背景下ꎬ本文拟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ꎬ系统分析欧委会改革的动因、内容

与路径ꎮ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分支理论之一ꎬ历史制度主义为欧洲一体化研究提供

了有别于政府间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ꎮ 该理论强调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在制度演化中的关键作用ꎬ认为初始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未来的发展

轨迹ꎮ 制度内在的自我强化机制不断积累正反馈效应ꎬ从而限制行为体的可选空间ꎬ

推动制度沿着既定轨迹演进或维持其稳定性ꎮ 然而ꎬ当外生危机打破原有均衡时ꎬ可

能触发“关键时刻”ꎬ为新制度的确立或对现有制度的重大调整提供契机ꎮ⑤在早期应

用中ꎬ历史制度主义主要聚焦于制度起源与路径依赖ꎬ分析“关键时刻”如何促成制度

改革或新制度形成ꎬ以及沉没成本与递增收益又如何在后续阶段产生“锁定效应”

(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ꎮ

随着理论的发展ꎬ历史制度主义逐渐展现出与其他制度主义流派交叉融合的趋

势ꎮ 其中ꎬ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结合尤为突出ꎬ从而弥补了早期历史制度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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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Ｍｏｌ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ａｎ Ｐｒｉｎｃｅｎ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Ｃｒｉｓｅｓ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４７ꎬ Ｎｏ.７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１５５６－１５８７.

在欧洲研究领域ꎬ“政治化”存在多种定义ꎮ 其中ꎬ德􀅰威尔德(Ｐｉｅｔｅｒ ｄｅ Ｗｉｌｄｅ)将“政治化”定义为“观
点、利益或价值观两极分化的加剧ꎬ以及这些分歧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被公开推动的程度”ꎮ 在欧委会的案例
中ꎬ政治化具体表现为欧委会领导层遴选机制逐渐从闭门协商程序ꎬ转变为更具政治竞争性、公共透明度和民主
参与特征的开放性决策过程ꎮ 参见 Ｐｉｅｔｅｒ ｄｅ Ｗｉｌｄｅꎬ “Ｎｏ Ｐｏ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Ｏ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５５９－５７５ꎮ

“个性化”指行政部门领导人(如欧委会主席与委员)的形象、风格与个人特质逐渐成为媒体报道和公众
关注的焦点ꎬ其对选举和公众认知的影响亦日益增强ꎮ “个性化”通常被视为欧盟政治日益政治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ꎮ 参见 Ｋａｔｊａｎａ Ｇａｔｔｅｒ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２ꎮ

“总统化”常指在议会制国家中ꎬ政府首脑在政策制定、外交事务和国内议程设置等方面权能逐渐增强
的现象ꎮ 在欧委会的案例中ꎬ“总统化”意指在委员团中引入等级制ꎬ加强欧委会主席的领导地位ꎬ以便更高效地
协调委员团的工作ꎮ 参见 Ｎｅｉｌｌ Ｎｕ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Ｒｈｉｎ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４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２０３－２２０ꎮ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ꎬ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２９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５０７－５４８ꎻ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ꎬ ｅｄｓ.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ꎬ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



在解释制度变迁方面对内生性动因关注的不足ꎮ①尽管历史制度主义在方法论立场上

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坚持的个体主义方法论(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ꎬ但

它并不否认行为体的能动性ꎬ而是将其视为在制度约束和路径依赖框架下进行决策的

有限理性行动者ꎮ 基于这一认识ꎬ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工

具纳入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之中ꎬ在承认制度结构对行为体偏好与行动边界具有塑造作

用的同时ꎬ也强调个体在制度空间中的策略性与能动性ꎬ从而形成一种复合的分析视

角ꎮ 这一被称为“理性选择—历史制度主义”或“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历史制度主义”的

分析路径ꎬ突破了早期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自我强化的认识ꎬ更加强调制度的可塑

性ꎬ从而将研究重心从制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拓展至制度的渐进式演化、规则重构与

权力重分配过程ꎮ②从这一复合的视角出发ꎬ詹姆斯􀅰马洪尼(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与凯瑟

琳􀅰塞伦(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提出了基于权力分配的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ꎬ进一步丰富

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力ꎮ 他们指出ꎬ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合同” (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ꎬ即制度规则无法在事前穷尽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境及相应的行为规范ꎮ 这种

内在的“不完全性”为行为体争夺规则解释权和资源分配创造了空间ꎮ 行为体会根据

自己的利益和目标ꎬ对制度进行解读和利用ꎬ从而影响资源的分配和具体实践的结

果ꎮ③此外ꎬ制度之间在资源分配上呈现出相互嵌套与依存的关系ꎬ一个制度内部的变

动可能引发跨制度的连锁反应ꎮ 马洪尼和塞伦区分了四种制度发展模式:置换(Ｄｉ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加层 (Ｌａｙｅｒｉｎｇ)、漂移(Ｄｒｉｆｔ)与转换(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见表 １)ꎮ 从权力分配

视角看ꎬ制度中的被边缘化的行为体通常能成为改革主要推动力ꎬ因其能从改革中获

益ꎮ 据此ꎬ马洪尼和塞伦进一步区分了四类改革推动者:起义者(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共

生者(Ｓｙｍｂｉｏｎｔｓ)、颠覆者(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ｖｅｓ)与机会主义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ｓ)(见表 ２)ꎮ

３８　 欧盟委员会的多维改革:原因、路径和前景

①

②

③

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ꎬ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ꎬ ｅｄｓ.ꎬ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１－２４ꎻ Ｐｅｔｅｒ Ａ. Ｈａｌｌ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ꎬ ｅｄｓ.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ꎬ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ｐｐ.２０４－２２３.

Ｔｉｍ Ｂüｔｈｅꎬ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Ｏｒｆｅｏ Ｆｉｏｒｅｔｏｓꎬ Ｔｕｌｉａ Ｇ. Ｆａｌｌｅｔｉ 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Ｓｈｅｉｎｇａｔｅ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４８６－５０３ꎻ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ꎬ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２.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ꎬ ｅｄｓ.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ꎬ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３４.



表 １　 四种制度变迁模式

置换 将现有制度完全替换为新制度

加层 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添加新规则或程序

漂移 在大环境变化时ꎬ不调整制度ꎬ导致制度的实际效应发生改变

转换 对现有规则的解释或实施方式进行重新定义ꎬ以改变制度的实际功能

　 　 资料来源: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ｎ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ꎬ ｅｄｓ.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ꎬ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１９ꎮ

表 ２ 　 推动制度变迁中的四种行为体

是否试图维护现有的制度规则? 是否遵守制度规则?

起义者 否 否

共生者 是 否

颠覆者 否 是

机会主义者 是 /否 是 /否

　 　 资料来源: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ｎ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ꎬ ｅｄｓ.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ꎬ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ｐ.２３ꎮ

结合马洪尼与塞伦的分析框架ꎬ本文认为ꎬ要系统阐释推动欧委会改革的动因及

路径ꎬ需要综合考量欧委会制度的历史发展路径与导致路径转向的“关键时刻”ꎬ并同

时考察规则的模糊性、权力结构以及主要行为体的利益诉求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除了考

虑成员国作为传统主权行为体的利益主张外ꎬ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政策偏好亦构成理解

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ꎮ 美国学者马克􀅰波拉克(Ｍａｒｋ Ａ. Ｐｏｌｌａｃｋ)的实证研究表明ꎬ包

括欧委会和欧洲议会在内的超国家机构在诸多政策领域拥有独立偏好与自主性ꎬ并积

极扩展其政策权限和行动空间ꎮ①更为关键的是ꎬ考虑到成员国之间、欧洲理事会与欧

洲议会之间乃至欧委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政策目标上的显著分歧ꎬ“代理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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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ｒｋ Ａ. Ｐｏｌｌａｃｋꎬ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ꎬ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



题”和“多委托人问题”本身就深植于欧委会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中ꎮ①基于上述

分析框架ꎬ本文后续章节将依次聚焦导致欧委会制度发展路径转向的关键时刻ꎬ以及

该机构在领导层产生机制、领导体制与官僚体系三个维度的改革ꎬ进而揭示欧委会的

转型路径及其对欧盟政治与政策的深层影响ꎮ

三　 “１９９９ 年危机”与欧委会制度的路径转向

如引言所述ꎬ自 １９５７ 年成立后ꎬ欧委会在主席选任机制、内部决策模式以及公务

员体系等方面长期保持稳定ꎬ鲜有调整ꎮ 尤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尽管西欧国家普

遍推行“新公共管理”(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改革ꎬ且公众对欧盟“民主赤字”的批

评日益加剧ꎬ欧委会高层多以非正式调整或有限的技术性改革予以回应ꎬ始终未触及

其机构运行的核心结构ꎮ②例如ꎬ雅克􀅰德洛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ｌｏｒｓ)在任期间ꎬ主要依靠构

建非正式的政治联盟网络ꎬ以提高决策效率并规避合议制(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ｌｉｔｙ)的约束ꎮ③其继

任者雅克􀅰桑特(Ｊａｃｑｕｅｓ Ｓａｎｔｅｒ)虽尝试推行一定的行政改革ꎬ如提升中层官员的管理

能力、加强财务监督ꎬ以及优化人力资源审查流程等ꎬ但这些调整仍停留在行政技术层

面ꎬ并未对欧委会的组织形式或决策模式带来实质性改变ꎮ④

欧委会在其成立后 ４０ 年的发展轨迹印证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初始制度设定对发

展路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观点ꎮ 而造成欧委会发展陷入“制度停滞”(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ｓｉｓ)的关键原因在于ꎬ作为欧委会制度关键利益相关方的成员国普遍缺乏改变现有

制度安排的动机ꎮ⑤尽管欧委会被设定为超国家机构ꎬ但成员国可通过对主席、委员以

及高级公务员的提名与任命对欧委会施加影响ꎬ从而确保其政策产出与国家利益相一

致ꎮ 以主席选任为例ꎬ首任欧委会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Ｗａｌｔｅｒ Ｈａｌｌｓｔｅｉｎ)的选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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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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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洲联盟条约»第 １７ 条第 ６ 款ꎬ欧委会的合议制原则要求欧委会委员团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决策、
并共同承担政治责任ꎮ 这一原则旨在确保欧委会决策的连贯性和集体权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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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六个创始成员国间政府协商的结果ꎮ 这一提名过程充分展示了成员国间的利益

博弈ꎬ最终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提名成功ꎮ 阿登纳视此任命为提升西德国际地位及重塑

国家认同的关键ꎮ①哈尔斯坦上任后ꎬ主张提高欧委会的制度自主性ꎬ并寻求与欧洲议

会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ꎮ 然而ꎬ其努力很快遭到成员国的抵制ꎬ尤其是与戴高乐的

立场产生严重冲突ꎬ最终成为触发“空椅子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ꎮ②

成员国对欧委会的控制还贯穿于委员与高级公务员的遴选过程ꎮ 在欧委会成立

初期ꎬ委员选派由成员国决定ꎬ他们既代表欧盟共同利益ꎬ也是成员国与欧委会的沟通

桥梁ꎮ③自哈尔斯坦首任以来ꎬ欧委会主席作为“同僚之首”(ｐｒｉｍｕｓ ｉｎｔｅｒ ｐａｒｅｓ)ꎬ虽在

程序性事务及对外代表上发挥作用ꎬ但在实质权力上与其他委员无异ꎮ 主席拥有与其

他委员等同的一票表决权ꎬ且不具备单方面调整委员职责或罢免其职务的权力ꎮ 委员

在其职权范围内高度自治ꎬ彼此之间原则上不干涉对方总司(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的

事务ꎮ④此外ꎬ多数委员倾向于延揽在本国政府中长期共事并在政治立场和行政效率

上高度契合的助手组成内阁(ｃａｂｉｎｅｔꎬ即幕僚团队)ꎬ事实上是将国内工作班底整体搬

至布鲁塞尔ꎬ因此委员内阁常被视为“成员国在布鲁塞尔的飞地”ꎮ⑤

在公务员体系建设方面ꎬ让􀅰莫内在担任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主席期间ꎬ主张建

立以委员团为核心、辅以成员国借调专家的小型高效行政团队ꎮ⑥ １９５８ 年ꎬ欧共体正

式成立后ꎬ戴高乐延续了这一思路ꎬ支持由成员国政府借调公务员、任期有限ꎬ并反对

设立永久性的超国家官僚体系ꎮ 而哈尔斯坦则持相反立场ꎬ主张将欧共体委员会建设

为一个独立且专业化的常设官僚机构ꎬ配备具备政策专长、管理能力及晋升机制的

“欧盟大政府”ꎬ确保其在成员国之外独立运作ꎮ 在哈尔斯坦的推动下ꎬ欧委会逐步建

立了通过公开考试招聘公务员、并依据资历与绩效晋升的制度雏形ꎮ 然而ꎬ在实际操

作中ꎬ成员国对欧委会人事安排的渗透普遍存在ꎮ 成员国积极争取本国官员在欧委会

中担任对其重要的政策领域的高级职位ꎬ并逐渐形成了一些惯例ꎬ如农业总司的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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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通常由法国人担任ꎬ竞争总司的总司长由德国人担任ꎬ金融服务总司的总司长则由

意大利人担任等ꎮ①同时ꎬ欧委会被要求在官僚队伍中ꎬ特别是高级管理层中保持平

衡ꎬ即每个成员国国民所占职位数量应大致与其在欧共体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相匹

配ꎮ②

成员国对欧委会在多个维度的渗透与控制严重制约了该机构的自主性ꎬ也压制了

其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ꎮ 然而ꎬ欧委会制度表面上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制度没有演

化ꎮ 正如马洪尼和塞伦所指出的制度发展中的“漂移”模式ꎬ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时ꎬ制度形式虽未明显调整ꎬ其实际运作的逻辑与效能却已发生改变ꎮ 随着欧共体

政策领域的持续扩展、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以及公共治理议题的复杂化ꎬ欧委会原本依

赖技术能力与政策执行绩效所构建的合法性基础开始暴露出政治局限性ꎮ 面对日益

高涨的“民主赤字”批评ꎬ欧委会的早期合法性框架逐渐难以为继ꎮ 在此背景下ꎬ制度

改革的内在动力逐渐积聚ꎬ而原本在制度架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欧洲议会ꎬ开始转化

为推动欧委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ꎮ

长期以来ꎬ欧洲议会一直致力于提升其在欧盟制度架构中的政治地位ꎮ③尽管«罗

马条约»并未赋予欧洲议会在欧委会主席遴选过程中的正式权力ꎬ但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要求扩大议会参与度的呼声不断增强ꎮ １９８０ 年ꎬ首届通过直接选举方式产生

的欧洲议会通过决议ꎬ要求获得对欧洲理事会提出的欧委会主席候选人进行辩论与投

票的权利ꎮ 然而ꎬ１９８１ 年理事会仍在未征询议会意见的情况下ꎬ直接任命加斯顿􀅰索

恩(Ｇａｓｔｏｎ Ｔｈｏｒｎ)为欧委会主席ꎮ 作为回应ꎬ欧洲议会采取了单方面的信任投票程序ꎮ

庆幸的是ꎬ由于索恩自愿参与了议会组织的听证会并积极回应了议会的关切ꎬ这一事

件最终未导致机构间的紧张关系ꎮ④

在 １９８４ 年换届过程中ꎬ欧洲理事会依旧主导了德洛尔的任命过程ꎮ 但作为前欧

洲议会议员ꎬ德洛尔深知与议会建立稳固关系的重要性ꎮ 在首次就任时ꎬ他主动推迟

宣誓ꎬ直至获得欧洲议会的信任投票ꎬ从而事实上承认了欧洲议会作为欧委会“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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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ｓ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１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３４５－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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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地位ꎮ①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期间ꎬ德洛尔进一步提出了“二阶段任命”

构想ꎬ即首先由欧洲理事会提名欧委会主席人选ꎬ提交欧洲议会批准ꎻ随后ꎬ议会还需

对整个委员团的政策议程进行表决ꎮ 这一提议最终被纳入条约ꎮ «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第 １５８ 条规定欧委会主席与委员的任命需在与议会协商后由理事会提名ꎬ并作为

一个整体接受议会表决通过ꎮ 此外ꎬ条约还将欧委会委员的任期延长至五年ꎬ与欧洲

议会的任期保持一致ꎮ 条约生效后ꎬ德洛尔决定在 １９９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提前

结束其第三个任期ꎬ以实现两个机构政治周期的协调与同步ꎮ 此后ꎬ新一届欧委会主

席与委员的提名与批准必须由欧洲理事会与新一届欧洲议会共同完成ꎬ由此确立了欧

委会的“双重合法性”原则ꎮ

然而ꎬ尽管“双重合法性”在条约层面得以确立ꎬ但欧洲理事会在欧委会主席人选

提名中仍然保有重要的主导权ꎮ 在理事会围绕德洛尔继任者的讨论中ꎬ人选接连被

否ꎮ 为打破僵局ꎬ时任德国总理科尔提出政治立场相对温和、并不明显倾向超国家主

义的卢森堡首相桑特作为妥协人选ꎮ 这一提名几乎完全排除了欧洲议会的参与ꎬ引发

后者强烈不满ꎮ②这一争议成为桑特委员会与欧洲议会此后长期关系紧张的原因之

一ꎮ １９９６ 年“疯牛病”危机爆发后ꎬ欧洲议会成立了临时调查委员会ꎬ对桑特委员会处

理公共健康危机的方式进行审查ꎮ 调查报告发布后ꎬ７０ 位欧洲议会议员对桑特委员

会提出了不信任动议ꎮ 尽管该动议最终未获通过ꎬ但由此引入了一项重要的制度创

新ꎬ即“有条件不信任动议”(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ｒｅ)ꎮ 根据该机制ꎬ欧委会须在六个月内

回应议会提出的问题ꎬ并在议会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监督下进行整改ꎮ③该机制强化了

议会向欧委会施加政治压力的能力ꎬ为其在后续事件中更强硬地挑战欧委会奠定了基

础ꎮ

１９９８ 年ꎬ欧洲议会在审计 １９９６ 年预算时ꎬ对欧委会的预算执行和内部治理表示

严重关切ꎬ批评主要集中在法国籍委员伊迪丝􀅰克雷松(Ｅｄｉｔｈ Ｃｒｅｓｓｏｎ)和西班牙籍委

员曼努埃尔􀅰马林(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ｒíｎ)身上ꎮ 克雷松被指任人唯亲ꎬ马林则涉嫌在人道主

义援助项目中存在欺诈行为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ꎬ在社会民主党党团(Ｓ＆Ｄ)的推动下ꎬ议会

再次提出不信任动议ꎬ虽未通过ꎬ但 ２３２ 票的支持显示议会的不满情绪已达到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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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程度ꎮ 议会随后按照“有条件不信任动议”程序成立新的调查委员会ꎬ对欧委会

内部治理展开全面审计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ꎬ调查报告指出欧委会在财务管理、项目执行及

责任追究方面存在系统性缺陷ꎬ并披露个别委员涉嫌舞弊和造假ꎮ①在议会再次威胁

启动不信任动议且涉事委员拒绝单独辞职的巨大压力下ꎬ桑特委员会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宣布集体辞职ꎮ 这不仅是欧委会历史上唯一一次集体辞职ꎬ也标志着欧盟政治

体系的一次重大危机ꎮ

桑特委员会的集体辞职并非由外部危机事件引发ꎬ而是欧盟内部长期权力博弈与

利益冲突累积的结果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欧洲议会扮演了马洪尼与塞伦制度变迁理论中

“起义者”的角色ꎮ 出于对其制度性边缘化地位的不满ꎬ议会试图通过引入新的程序

与监督机制ꎮ 欧洲议会主张对欧委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一方面ꎬ通过加强与欧洲公

众及民主机构的联系ꎬ构建更透明的问责机制ꎬ以提升该机构的“输入合法性”( ｉｎ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ꎻ另一方面ꎬ通过优化组织管理、提升执行能力与政策产出质量ꎬ增强“输出

合法性”(ｏｕｔ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ꎮ②桑特委员会的集体辞职不仅严重冲击了欧盟机构的公

信力ꎬ也对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构成直接威胁ꎮ 在舆论压力下ꎬ欧洲理事会不得不在

改革问题上作出让步ꎮ 然而ꎬ与欧洲议会倡导的全面制度性改革相比ꎬ成员国主导的

理事会更倾向于采取低政治成本的技术性改进ꎬ着重提升行政效率与预算监管能力ꎮ

同时ꎬ鉴于集体辞职的教训ꎬ理事会意识到有必要强化欧委会主席的权威ꎬ并削弱委员

团“集体负责制”的刚性约束ꎮ③最终ꎬ在«尼斯条约»谈判中ꎬ各方达成妥协ꎬ赋予欧委

会主席在调整内部组织结构、重新分配委员职责ꎬ以及在特定情形下要求委员辞职等

方面更大的裁量权ꎮ 这些调整削弱了成员国对欧委会日常运作的直接干预ꎬ也为继任

的普罗迪委员会提供了更大的改革空间和更强的政治主导力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新任欧委会主席普罗迪在就职演说中指出ꎬ要将欧委会重塑为“世

界级管理机构”ꎬ并将“透明、负责、高效”作为改革各阶段的核心口号ꎮ④为此ꎬ他迅速

部署了一系列改革举措ꎬ并指定副主席金诺克专责管理改革细则ꎮ 尽管出身英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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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ꎬ金诺克还是广泛借鉴了撒切尔政府的新公共管理经验ꎮ 他设立了自己的特别改革

工作组ꎬ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发布«改革计划白皮书»ꎬ提出 ９８ 项具体改革措施及明确的

时间表ꎮ 其改革重点包括:改善总司的工作文化ꎻ强化政策制定中的战略规划ꎻ优化人

事管理政策ꎻ以及引入新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与审计制度ꎮ 在委员内阁设置方面ꎬ金

诺克要求每位委员的内阁成员至少来自三个不同成员国ꎬ幕僚长不得与所服务的委员

同国籍ꎬ并确保一定比例的成员来自欧委会各总司ꎮ①

在人事制度方面ꎬ普罗迪委员会于 ２００２ 年成立的欧盟人事选拔办公室(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ꎬ确立了以学历、经验与绩效为基础的公开竞争性招聘机制ꎬ

取代原有按职位定向招人模式ꎮ 此外ꎬ改革推动了总司内部和跨总司的干部轮岗机

制ꎬ要求关键岗位定期流动ꎬ以防止部门长期固化和利益垄断ꎮ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成员国对欧委会高级公务员任命的非正式影响力ꎮ②金诺克还致力于改革欧

委会内部“重政策、轻管理”的行政文化ꎬ并通过广泛调研了解中下层雇员诉求ꎬ调动

与工会关系紧密的官员的积极性ꎬ以削弱工会对改革的阻力ꎮ 到 ２００４ 年换届时ꎬ欧委

会宣称白皮书中提出的 ９８ 项措施已有 ９５ 项完成ꎬ其余如集中化发票登记系统、人事

合同数据库以及电子化招投标平台等ꎬ计划在 ２００５ 年前全部落实ꎮ③

金诺克改革在学界和政策界获得了广泛肯定ꎬ被视为欧委会现代化的重要里程

碑ꎮ 然而ꎬ这一轮改革并未固化为稳定的制度框架ꎬ而是开启了以渐进式、持续性改革

为特征的制度发展路径ꎮ 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ꎬ金诺克改革主要推动了欧委

会的内部管理机制与政策执行效率的优化ꎬ即强化“输出合法性”ꎻ而在“输入合法性”

层面ꎬ改革力度有限ꎮ 尤其是在主席遴选方式上ꎬ议会与理事会围绕该职位应由“选

举”还是“任命”产生始终未能达成共识ꎮ 此外ꎬ随着欧盟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

欧委会在新领域权能的持续扩展ꎬ欧委会自身面临着越来越强的组织适应压力ꎮ 这一

现实推动欧盟委员会不断探索新的制度创新与治理模式以巩固该机构的合法性ꎬ从而

逐步呈现出以政治化、总统化与集中化为特征的多维改革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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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领衔选举人”程序的实践与欧委会的政治化改革

在金诺克改革同期ꎬ欧盟各方围绕«欧盟宪法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草案展开了激烈争论ꎮ 该条约于 ２００４ 年草签ꎬ部分回应欧洲议会关于

增强欧委会民主合法性的诉求ꎬ首次规定欧洲理事会提名欧委会主席时需“考虑”欧

洲议会选举结果ꎬ并赋予议会分别就主席候选人与委员团进行表决的权力ꎮ 这一机制

加强了欧委会主席遴选与欧洲议会选举的关联ꎬ推动了欧委会向更具政治性的超国家

机构的转型ꎮ 尽管该条约因法国和荷兰公投否决未能生效ꎬ其核心条款在«里斯本条

约»中得以保留ꎮ 然而ꎬ两部条约均未对理事会“考虑”议会选举结果的具体方式作出

明确界定ꎬ导致该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大解释空间ꎮ

在推动条约新规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过程中ꎬ欧洲议会ꎬ尤其是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长居

第一大党团的欧洲人民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Ｐａｒｔｙ)ꎬ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２００４ 年欧洲

议会选举前ꎬ人民党通过决议ꎬ声明基于«欧盟宪法条约»的精神ꎬ将仅支持来自赢得

选举的政治阵营的欧委会主席候选人ꎮ 在当年 ６ 月的选举中ꎬ欧洲人民党以 ２６８ 席再

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ꎬ并据此提名时任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彭定康(Ｃｈｒｉｓ Ｐａｔ￣

ｔｅｎ)为欧委会主席候选人ꎮ 然而ꎬ德国与法国则在欧洲理事会内部主推比利时首相、

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党团成员盖伊􀅰费尔霍夫施塔特(Ｇｕｙ Ｖｅｒｈｏｆｓｔａｄｔ)ꎮ 虽然对彭定

康的提名因未获法德领导人的支持而流产ꎬ但人民党也通过动员本党在欧洲理事会内

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ꎬ成功阻止了理事会对费尔霍夫施塔特的支持ꎮ①最终ꎬ人民党

转而支持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担任欧委会主席ꎬ并在欧洲议会内部与欧洲社会民主党

达成关键交易ꎬ即人民党支持来自社民党团的何塞普􀅰博雷利(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出任欧

洲议会议长ꎬ以换取后者对巴罗佐的支持ꎮ 这一跨党团交易为巴罗佐获得欧洲理事会

提名及议会批准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２００４ 年的换届过程表明ꎬ人民党认为欧洲议会应

该享有与理事会同等的提名权ꎬ而非仅仅被动地批准或否决理事会提名的人选ꎮ 同

时ꎬ议会党团也应充分利用来自本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理事会内部的积极活

动ꎬ有效参与并影响理事会内的谈判与决策ꎮ

进入 ２００９ 年换届周期ꎬ在«里斯本条约»尚未正式生效的情况下ꎬ欧洲人民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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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推动了党团提名程序ꎮ 在 ４ 月的党代会上ꎬ人民党首次以鼓掌通过的方式正式指定

巴罗佐为该党的候选人ꎮ 这是欧洲议会主要党团首次在正式议会选举和理事会提名

前确定候选人ꎬ标志着“领衔候选人”程序的初步成型ꎮ 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的欧洲议会选

举中ꎬ欧洲人民党再次蝉联第一大党团地位ꎮ 同时ꎬ欧洲理事会成员国领导人普遍支

持巴罗佐连任ꎬ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绿党(Ｇｒｅｅｎｓ /

ＥＦＡ)等反对力量ꎮ①最终ꎬ巴罗佐凭借欧洲议会的多数支持顺利获得批准ꎬ成功连任

欧委会主席ꎮ

人民党在 ２００９ 年换届中的实践为其他政党提供了示范效应ꎮ 社会民主党党团领

导人马丁􀅰舒尔茨(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ｕｌｚ)在出任欧洲议会议长后ꎬ推动欧洲议会通过决议ꎬ

要求各政党在下一届选举中正式提名欧委会主席候选人ꎬ并期望候选人在选举中发挥

主导作用ꎮ② 这一决议推动了“领衔候选人”程序在 ２０１４ 年欧委会换届中的首次全面

实施ꎬ标志着欧委会制度向政治化迈出关键一步ꎮ 在各主要党团相继推出“领衔候选

人”的背景下ꎬ欧洲人民党再次率先进行了程序创新ꎬ于选举前三个月召开党代会ꎬ通

过差额选举方式选出候选人ꎬ旨在提升候选人遴选程序的正当性与透明度ꎮ 最终ꎬ前

卢森堡首相容克以 ３８２ 票击败竞争对手ꎬ当选为人民党的候选人ꎮ 他在胜选演讲中明

确表示:“这次党内选举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若欧洲人民党赢得议会选举ꎬ我将成

为下一任欧委会主席ꎮ”③容克随后参加了欧洲议会组织、仿照美国总统竞选辩论模式

举行的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ꎬ该活动面向全欧盟直播ꎬ旨在提升政治透明度、扩大公众

参与ꎬ并促进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直接互动ꎮ 尽管部分成员国领导人对“领衔候选

人”程序持保留态度ꎬ但在缺乏其他替代人选的背景下ꎬ欧洲理事会最终接受了选举

结果ꎬ并提名容克为欧委会主席ꎮ 容克认为ꎬ“领衔候选人”程序通过将民意与委员会

主席提名直接挂钩ꎬ不仅提升了主席职位的民主正当性与政治权威ꎬ还赋予主席实施

竞选纲领的授权ꎮ④此外ꎬ该程序也有效削弱了欧委会在议程设定上对欧洲理事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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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ꎬ从而增强了作为超国家机构的独立性与政治能动性ꎮ

然而ꎬ尽管“领衔候选人”程序具有增强公民对欧盟政策认知等诸多好处ꎬ但其政

治根基并不稳固ꎮ 该程序事实上剥夺了«里斯本条约»赋予欧洲理事会在欧委会主席

遴选过程中的提名权ꎬ要求理事会接受由欧洲议会推举的候选人ꎮ 为进一步巩固“领

衔候选人”程序ꎬ欧洲议会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通过一项决议ꎬ警告理事会若在次年换届中

不延续该程序ꎬ其提名的候选人可能无法获得议会多数支持ꎬ并表示将拒绝任何非领

衔候选人的提名ꎮ 作为回应ꎬ欧洲理事会于当月 ２８ 日召开非正式会议ꎮ 理事会主席

唐纳德􀅰图斯克(Ｄｏｎａｌｄ Ｔｕｓｋ)强调ꎬ除非修改条约ꎬ否则理事会的提名权不能被剥

夺ꎮ 多数与会领导人认同ꎬ理事会并不必然提名任何一位领衔候选人ꎬ从而为绕开议

会推举人选保留空间ꎮ①为重掌提名主导权ꎬ成员国一方面频繁举行非正式磋商ꎬ另一

方面探索新协商机制ꎬ例如根据国家领导人所属党团就潜在人选事先协调ꎮ②此外ꎬ理

事会坚持将欧委会主席提名与欧洲议会议长、欧洲理事会主席及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等职位的遴选捆绑ꎬ确保欧盟高层人事在性别、国家规模、地域分布和党团比例上

实现平衡ꎮ 这意味着ꎬ即便承认胜选党团的领衔候选人ꎬ议会也需在其他职位安排上

作出让步ꎮ 对于欧委会主席候选人的基本条件ꎬ欧洲理事会倾向优先提名曾担任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领导人ꎬ即理事会的前任或现任成员ꎻ若无法满足这一条件ꎬ则倾向

于选择熟悉欧盟事务的部长级候选人ꎮ

与此同时ꎬ尽管欧洲议会坚持推进“领衔候选人”程序ꎬ但各主要党团在候选人选

择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欧洲人民党推举党团主席曼弗雷德􀅰韦伯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为领衔候选人ꎬ但因缺乏政府或部长级经验而未获理事会青睐ꎮ 尽

管人民党仍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团ꎬ但其席位有所减少ꎬ未能在议会内为韦伯促成跨

党团的多数支持联盟ꎮ 同时ꎬ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名时任欧委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

斯(Ｆｒａｎｓ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为候选人ꎬ同样未能在议会中赢得足够支持ꎮ③此外ꎬ中间派复

兴欧洲党团(Ｒｅ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提名的玛格丽特􀅰维斯塔格(Ｍａｒｇｒｅｔｈｅ Ｖｅｓｔａｇｅｒ)ꎬ也因否

决阿尔斯通与西门子合并案而招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不满ꎬ最终影响了她的竞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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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ꎮ 在欧洲议会内部无法就“领衔候选人”达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ꎬ理事会重新掌握

了人选提名的主导权ꎮ 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推动下ꎬ理事会提出由

时任德国国防部长、欧洲人民党成员冯德莱恩作为候选人ꎮ①尽管冯德莱恩并非任何

党团正式推举的候选人ꎬ其提名经反复磋商获得理事会一致支持ꎬ并在议会以微弱优

势过关ꎮ 这一结果被普遍视为“领衔候选人”程序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ꎮ

“领衔候选人”程序在 ２０１９ 年换届中的失效引发了广泛争议ꎮ 许多观察家指出ꎬ

此次换届标志着欧洲理事会在欧委会主席提名中的主导地位得以恢复ꎬ反映出国家主

权逻辑在欧盟制度演化中仍具影响力ꎮ 然而ꎬ冯德莱恩在当选后并未顺应这一趋势ꎬ

反而主动将其施政纲领与欧洲议会主要党团的核心关切对接ꎬ特别是在«欧洲绿色协

议»、数字化转型及地缘政治战略等领域ꎬ成功获得跨党团支持并巩固了政治基础ꎮ

同时ꎬ她公开表态支持将“领衔候选人”程序写入欧盟法律ꎬ并呼吁引入跨国选举名单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ｌｉｓｔｓ)以强化跨境民主竞争ꎮ②冯德莱恩对“领衔候选人”程序的

承诺在 ２０２４ 年换届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确ꎮ ２０２４ 年年初ꎬ冯德莱恩正式获得欧洲人

民党提名ꎬ成为该党的候选人ꎬ标志着她首次以这一身份参与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

动ꎮ 与此同时ꎬ其他主要欧洲政党也推出了各自的领衔候选人ꎬ并在 ５ 月举行了一系

列公开辩论ꎮ ６ 月ꎬ欧洲理事会就一揽子任命达成一致ꎬ冯德莱恩再次被提名为欧委

会主席候选人ꎬ后经欧洲议会投票通过ꎬ获得连任ꎮ

尽管在 ２０２４ 年的换届中ꎬ欧洲理事会最终“任命”的结果与议会主要党团 “选

举”的结果一致ꎬ但条约中关于欧委会主席遴选程序的模糊性依然存在ꎮ 在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２４ 年的五次换届过程中ꎬ欧委会主席的遴选程序虽未形成一套固定模式ꎬ但仍可把

握其改革的基本趋势ꎮ 欧洲议会的目标是通过“领衔候选人”程序ꎬ推动欧委会主席

遴选由理事会主导的“任命模式”向议会主导的“选举模式”转变ꎬ其核心在于实现制

度“替换”ꎬ以议会为中心的“选举”模式取代由理事会主导的“任命”模式ꎮ 与之相

对ꎬ理事会则始终坚持其在人事提名中的主导权ꎬ强调成员国政府在高层人事安排中

的决定性作用ꎮ 二者的拉锯导致制度发展最终呈现“加层”的模式ꎬ即议会逐渐获得

了与理事会对等的提名权与否决权ꎮ 这一格局使得欧委会主席的产生日益依赖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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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体欧盟选民开放ꎬ旨在打破以成员国为单位的选举格局ꎬ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政治空间”ꎬ即一个超越
成员国、以欧洲层面的议题和政党为基础的公共政治领域ꎮ



会与理事会在换届节点上的政治构成及其协商与妥协能力ꎻ而即便一方在遴选过程中

占据优势ꎬ也难以在后续单方面主导欧委会的政策方向ꎮ 议会与理事会的博弈推动欧

委会主席的角色从传统的技术官僚转型为具有党团背景和选举诉求的政治人物ꎮ 在

此过程中ꎬ欧委会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议会与理事会ꎬ而是日益主动地塑造自身

的政治空间ꎮ 这种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与政治化进程相伴的总统化与集中化

改革ꎮ

五　 欧盟委员会的总统化改革

２００４ 年换届前夕ꎬ波兰、捷克等十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ꎬ意味着新一届欧

委会委员团的人数将显著增加ꎮ 作为首届依据«尼斯条约»履职的欧委会ꎬ巴罗佐委

员会在 ２００４ 年上任时共有 ２５ 名委员ꎬ２００７ 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盟后增至 ２７ 人ꎮ

考虑到委员数量的扩张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下降、政策协调难度上升ꎬ在«欧盟宪法条

约»谈判期间ꎬ各成员国代表就围绕如何在确保成员国平等代表权与维持委员会治理

效能之间达成平衡展开了激烈辩论ꎮ 宪法条约草案提出ꎬ随着欧盟进一步扩大ꎬ应适

度减少委员人数ꎬ并引入轮换制ꎬ以保持委员会运作的灵活性ꎮ 然而ꎬ这一建议在«里

斯本条约»的制定过程中遭遇小型成员国的反对ꎮ 它们强调ꎬ委员团需要代表所有成

员国ꎬ这符合成员国平等原则ꎬ并能减少欧委会偏向某些国家特定利益的风险ꎮ①从小

型成员国的角度来看ꎬ欧委会被视为能够平衡由大国主导的欧盟理事会的重要机构ꎮ

对其而言ꎬ积极参与委员团事务对维护欧委会的独立性、公正性ꎬ增强该机构的“输入

合法性”至关重要ꎮ②由此ꎬ“一国一委员”的规则在«里斯本条约»中得以保留ꎮ

随着扩盟与委员团规模的持续扩大ꎬ避免“冗官”与决策效率低下成为欧委会改

革的当务之急ꎮ 巴罗佐在首个任期之初便强调ꎬ唯有强化主席的领导力ꎬ才能确保欧

委会在立法、决策与执行环节中维持有效影响力ꎮ③得益于«尼斯条约»赋予主席在委

员会内部组织和管理上的新权力ꎬ巴罗佐针对扩员后的委员团推进了一系列内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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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ꎮ 他设立了五个委员小组ꎬ以统筹欧委会的核心优先事务ꎮ 其中ꎬ“里斯本战略”小

组和“对外关系”小组由其亲自领导ꎬ另三个小组则分别负责跨机构合作与新闻通讯、

机会平等以及竞争政策ꎬ由不同委员担任负责人ꎮ 有研究指出ꎬ巴罗佐在任内倾向于

减少委员团内部的公开辩论ꎬ并通过对议程设置的程序性控制ꎬ筛选哪些议题可以提

交委员团讨论ꎬ从而在事实上增强了主席对集体决策过程的主导权ꎮ①

容克出任欧委会主席后ꎬ通过实施所谓的“新工作方式”进一步推动了委员团的

总统化转型ꎮ②容克委员会设立了七位副主席ꎬ分别负责七大跨领域优先事务:就业、

增长、投资与竞争力ꎻ数字单一市场ꎻ能源联盟ꎻ欧元与社会对话ꎻ改善监管与机构间关

系ꎻ预算与人力资源ꎻ以及全球战略ꎮ 与传统分工不同ꎬ每位副主席并不直接管理具体

的总司ꎬ而是横向统筹一个由多名委员组成的团队ꎬ其成员数量视相关领域的一揽子

政策计划而定ꎮ 容克使副主席这一职位首次拥有横向协调权力ꎬ而其他委员则保留制

定政策的纵向权力ꎮ 副主席负责对委员和总司的提案进行审查ꎬ确保其符合容克委员

会的政治纲领ꎮ 由于副主席的职能转变ꎬ委员内阁失去了对各自分管总司的把关职

能ꎬ形成两个内阁控制一个总司的局面ꎬ变相削弱了普通委员内阁的“政治角色”ꎬ使

决策权上移至副主席一层ꎮ③

冯德莱恩接任欧委会主席后ꎬ由于并未通过“领衔候选人”程序获得提名ꎬ争取欧

洲议会各主要党团的支持成为其首要政治任务ꎮ 为此ꎬ她在副主席层级之上增设了执

行副主席职位ꎬ赋予其更高的战略统筹与政策协调权限ꎮ 根据新安排ꎬ５ 位副主席继

续负责特定优先政策领域的协调工作ꎬ而新增的 ３ 位执行副主席则被赋予推动欧盟三

项核心战略议程的职责:绿色转型、数字与竞争政策ꎬ以及贸易与经济治理ꎮ 具体而

言ꎬ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蒂默曼斯与第三大党团复兴欧洲党的候

选人维斯塔格分别出任绿色转型与数字竞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ꎻ而来自第一大党团欧

洲人民党的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Ｖａｌｄｉｓ Ｄｏｍｂｒｏｖｓｋｉｓ)则负责贸易与经济治理

事务ꎮ 这一人事布局在党派分布上实现了相对均衡ꎬ体现了对欧洲议会主要政治力量

的尊重与回应ꎬ有助于缓解冯德莱恩委员会面临的合法性挑战ꎮ 此外ꎬ在委员遴选过

程中ꎬ冯德莱恩以推动性别平等为政策优先目标ꎬ要求成员国提交一男一女两位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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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供其进行面试筛选ꎬ并据此决定最终任命及职责分配ꎮ 这一举措不仅显著提高了

女性委员比例ꎬ也扩展了主席在委员人选与职能配置上的自主权ꎮ

２０２４ 年ꎬ第二届冯德莱恩委员会对委员团架构进行调整与精简ꎬ任命了 ６ 位执行

副主席以取代上一届的“３＋５”结构ꎮ 执行副主席不仅需要领导特定的委员小组ꎬ还需

要管理指定的政策领域ꎬ并监督其职权范围内的总司工作ꎮ 六位执行副主席和高级代

表分别引领与协调委员会在绿色转型与竞争力、安全与民主、繁荣与工业战略、外交与

安全政策、就业、地区发展与改革等优先政策领域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六位执行副主席的

设置并未削弱主席的权力ꎮ 根据冯德莱恩向委员下发的任务书统计ꎬ“我希望”这一

表述平均每封出现 ７ 次ꎬ反映出主席在任务分配中的直接指导与强势角色ꎮ 此外ꎬ诸

如负责经济与生产力事务的委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事

务的委员马罗斯􀅰谢夫乔维奇(Ｍａｒｏš Šｅｆｃ̌ｏｖｉｃ̌)ꎬ以及负责预算和行政的委员彼得􀅰

塞拉芬(Ｐｉｏｔｒ Ｓｅｒａｆｉｎ)ꎬ均直接接受冯德莱恩的领导ꎬ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主席的中心地

位ꎮ 同时ꎬ新架构中执行副主席的任务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ꎮ 例如ꎬ负责绿色转

型与竞争力的特蕾莎􀅰里贝拉(Ｔｅｒｅｓａ Ｒｉｂｅｒａ)与主管繁荣与工业战略的斯特凡纳􀅰

塞茹尔内(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Ｓéｊｏｕｒｎé)在产业脱碳、能源政策、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上有政策交

叉ꎮ 这种横向重叠无疑增加了副主席间协调工作的复杂性ꎬ促使副主席内阁加强与主

席内阁和总秘书处的上游协调ꎬ以避免政策冲突与责任模糊ꎮ

此外ꎬ关于法国提名委员所引发的争议还进一步体现了冯德莱恩在委员任命中倾

向回避可能与其产生权力冲突的“强势人物”ꎮ 前法国籍委员蒂埃里􀅰布雷顿(Ｔｈｉｅｒｒｙ

Ｂｒｅｔｏｎ)在社交媒体公开信中披露ꎬ冯德莱恩曾试图绕过本人ꎬ直接劝说法国总统马克

龙撤回其提名ꎮ 经过与马克龙的协商ꎬ法国最终撤销了对布雷顿的提名ꎬ转而提名塞

茹尔内ꎬ并作为补偿ꎬ为塞茹尔内争取到了副主席的职位ꎮ①在委员内阁构成方面ꎬ新

规定要求冯德莱恩主席、高级代表和执行副主席的幕僚必须来自至少五个不同的成员

国ꎻ其他委员的幕僚成员则要求至少包含三种不同国籍ꎻ每位委员的幕僚中ꎬ来自该委

员所属成员国的幕僚不得超过两名ꎻ所有内阁必须实现性别平衡ꎬ男女成员数量相等ꎮ

此类规定不仅强化了多元化和性别平衡ꎬ也意味着委员团将在冯德莱恩主席的更严格

的监督和指导下运作ꎬ进一步推动欧委会在政治领导层面的总统化ꎮ

与主席遴选机制的演变类似ꎬ委员团的组织形式自金诺克改革以来经历了显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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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ꎬ虽未形成固定模式ꎬ但其发展路径清晰ꎬ即通过调整副主席的职责及委员内阁的构

成ꎬ持续增强主席的权威和权力ꎮ 在委员团成员数量因欧盟扩大而持续增加的背景

下ꎬ总统化改革通过赋予主席更强的政策议程设定权和委员职责分配权ꎬ在巩固来自

成员国的合法性的同时ꎬ还提升了欧委会在复杂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决策效率与

政策协调能力ꎮ 相关举措使欧委会能够更主动地回应内外挑战ꎬ从而增强其作为超国

家机构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总统化改革并非制度的“替代”ꎬ而是呈

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ꎮ 合议制作为欧委会制度的核心原则依然保留ꎬ但其实际运

作已逐步被“加层”模式的改革所重塑ꎮ 通过增添委员小组、副主席乃至执行副主席

等新的制度元素ꎬ委员团正在由原有的横向协商模式ꎬ逐步过渡为等级化的决策体系ꎮ

值得探讨的是ꎬ成员国与欧洲理事会为何接受委员团权力的集中化ꎮ 一方面ꎬ如

上所述ꎬ１９９９ 年桑特委员会危机促使成员国认识到ꎬ一个更具自主性和高效运作的欧

盟委员会对维护欧盟整体的合法性及权力平衡至关重要ꎮ 尽管这可能对成员国的政

策自主构成一定的制约ꎬ但成员国仍需做出必要妥协以支持这一转型ꎮ 另一方面ꎬ

２００４ 年欧盟东扩后ꎬ中东欧和东南欧小型成员国的加入显著改变了权力格局ꎮ 小型

成员国坚持 “一国一委员”的平等代表权ꎬ积极捍卫自身利益并反对轮换制等可能削

弱其影响力的改革ꎮ 对小型成员国而言ꎬ一个更独立的欧委会能够有效制衡由大国主

导的理事会ꎮ ２０１４ 年换届后ꎬ小型成员国在除高级代表外的 １８ 个副主席席位中占据

１５ 席ꎬ体现了职位分配中对其利益的倾斜与补偿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一国一委员”规

则下ꎬ随着扩盟的继续ꎬ来自小型成员国的委员人数不断上升ꎮ 这种结构性变化推动

了欧委会制度的“漂移”ꎻ在规则形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ꎬ扩盟的外部效应间接强化了

对欧委会独立性的需求并促进了委员团内部等级结构的形成与巩固ꎮ

六　 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公务员

普罗迪委员会成立后ꎬ欧委会的政治化与总统化程度不断加深ꎮ 然而ꎬ作为欧盟

的行政机构ꎬ中立性仍然是欧委会工作的核心原则ꎬ也是该机构“输出合法性”的重要

基础ꎮ «欧洲联盟公务员条例»(Ｓｔａｆ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第

１１ 条明确规定ꎬ欧委会的公务员应基于其综合能力进行选拔ꎬ且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

政府或其他机构或实体的指示ꎮ 目前ꎬ欧委会拥有逾 ３２０００ 名员工ꎬ每年通过多种途

径招聘约 ５００ 名官员与 １８００ 名临时雇员ꎮ 高级管理层包括总司长、副总司长、司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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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顾问(行政职级 １４—１６ 级)ꎻ中层管理层则涵盖部门负责人及特别工作组负责人

(９—１３ 级)ꎬ主要负责具体政策执行与团队管理ꎮ 管理职位多由内部人员担任ꎬ但特

定情况下也会向外部候选人开放ꎮ 高级管理职位的选拔工作以及候选人名单的拟定

由任命咨询委员会(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负责ꎮ 最终的任命决定由

分管预算与人力资源事务的副主席在委员团会议上正式提交动议ꎬ经委员集体审议并

表决通过后方可正式生效ꎮ①

尽管有观点认为欧委会公务员可能会代表其本国的国家利益ꎬ但相关证据却极为

稀缺ꎮ 比利时学者利斯贝特􀅰胡格(Ｌｉｅｓｂｅｔ Ｈｏｏｇｈｅ)认为ꎬ欧委会的雇员具有强烈的

超国家倾向ꎮ②挪威学者贾勒􀅰特朗达尔(Ｊａｒｌｅ Ｔｒｏｎｄａｌ)的研究进一步指出ꎬ即便是从

成员国借调的官员ꎬ也并非单纯效忠本国利益ꎬ因为欧委会通常吸纳的是基层公务员ꎬ

而他们与本国领导层的接触极为有限ꎬ对行政高层的工作和利益诉求并不十分了解ꎬ

因此难以成为国家利益的“代理人”ꎮ③事实上ꎬ欧委会公务员们常以幽默且委婉的方

式提及他们的原籍国ꎬ戏称其为他们“最熟悉的国家”ꎬ而若直接表达或公开支持原籍

国的立场则被视为“越界”ꎮ 迪迪埃􀅰乔治亚卡基斯(Ｄｉｄｉ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ｋａｋｉｓ)的研究表明ꎬ

欧委会的行政文化高度推崇独立性及对欧委会和总司的制度忠诚ꎻ欧委会中的许多人

会对自己的原籍国持有更为批判和挑剔的态度ꎬ并以此展现出自己的中立立场ꎮ④虽

然这并不排除欧委会官员与原籍国政府维持政治联系的可能性ꎬ但这些联系正越来越

倾向于私人甚至隐秘的层面ꎮ

然而ꎬ公务员的政治中立与对欧委会的忠诚ꎬ并不意味着该机构能够实现高效、协

调的运转ꎮ 在金诺克改革前ꎬ委员与总司之间维持着相对清晰的委托—代理关系:委

员作为政治领导者ꎬ负责制定政策方向ꎻ而总司作为技术官僚系统ꎬ专注于政策执行与

行政管理ꎮ 尽管两者之间的角色存在一定的张力ꎬ但鉴于早期欧委会委员多具有技术

官僚背景ꎬ这种潜在矛盾往往并不突出ꎮ 然而ꎬ随着欧委会主席及委员的政治角色的

持续强化ꎬ委员团与总司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且紧张ꎮ 委员团换届往往伴随着政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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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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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８０３ / ＩＰＯＬ＿ＳＴＵ(２０１９)６２１８０３＿ＥＮ.ｐｄｆ􀆰

Ｌｉｅｓｂｅｔ Ｈｏｏｇｈ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

Ｊａｒｌｅ Ｔｒｏｎｄａｌꎬ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ｇ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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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事项的调整ꎬ政策议程与内容随之重构ꎮ 作为政治人物ꎬ委员往往更关注推动其所

属党团支持的政策议程ꎬ而非延续前任所制定的中长期政策规划ꎬ也未必与总司所持

的技术判断保持一致ꎮ 换言之ꎬ欧委会的政治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委员团对总

司系统的控制ꎬ导致政治与政策目标在行政实施中被稀释、偏转甚至抵触ꎮ 委员与总

司之间的代理人问题制约了欧委会的政策执行效能ꎬ削弱了其政策的“输出合法

性”ꎮ①

除了委员对总司的“纵向控制”日益乏力外ꎬ总司间的“横向协调”层面也面临严

峻挑战ꎮ 欧委会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官僚体系ꎬ各部门长期保持较强的独

立性ꎬ导致各单位之间的人员流动性极低ꎬ形成了固定的“部门壁垒”ꎮ ② 早在 １９７９

年ꎬ«斯皮伦堡报告»(Ｓｐｉｅｒｅｎｂｕｒｇ Ｒｅｐｏｒｔ)便对欧委会内部组织结构提出严厉批评ꎬ指

出各总司倾向于优先推进各自议程ꎬ彼此间存在严重的协调障碍ꎮ 该报告建议将当时

的 ２９ 个总司削减至 １０ 个ꎮ 然而ꎬ随着 １９８０ 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ꎬ欧委会的职

能与工作量迅速扩增ꎬ改革建议最终未能实施ꎮ 至 １９９９ 年桑特委员会集体辞职时ꎬ总

司级别的部门数量已增至 ４９ 个ꎮ 其数量的激增加剧了政策分工的碎片化ꎬ也显著增

加了跨部门协调的需求ꎬ但欧委会始终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横向协调机制ꎮ

作为欧委会最核心的职责之一ꎬ立法草案的提出事实上高度依赖于相关领域的

“牵头总司”ꎮ 牵头总司不仅负责收集法律和实务信息、联系外部利益相关者并起草

法案初稿ꎬ还可决定是否以及向哪些总司通报情况或征求意见ꎮ 由于立法起草往往跨

越届期ꎬ牵头总司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本部门而非委员团的政治逻辑出发ꎬ预先设置

法案的框架和重点ꎬ并通过策略性安排跨部门协调来最大限度保障本部门利益ꎬ从而

确保草案顺利通过后续的政治审议ꎮ③这种制度格局使得总司的独立性与横向协调缺

失相互叠加ꎬ削弱了委员团对官僚体系的控制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德国籍委员甘特􀅰费

尔豪伊根(Ｇüｎｔｅｒ Ｖｅｒｈｅｕｇｅｎ)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采访时坦言:“过去十年的变

革赋予了欧委会高级官员极大的权力ꎬ以至于目前 ２５ 位委员的首要政治任务便是驾

驭这一体系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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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Ｕ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Ｕ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５.
Ｄｉｒｋ Ｓｐｉｅｒｅｎｂｕｒｇꎬ “Ｔｈｅ Ｓｐｉｅｒｅｎｂｕｒｇ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ꎬ １９７９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ａｅｉ.ｐｉｔｔ.ｅｄｕ / ９９３ / ꎻ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ｏｓｓꎬ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ｌ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ｅｎｓ Ｂｌｏｍ－Ｈａｎｓｅｎ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ｉｎｋ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 Ｓｅｎｎｉｎｇｅｒ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 Ｇｉｊｓ

Ｊ. Ｂｒａｎｄｓｍａꎬ ｅｄ.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２３９－２５２.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ꎬ” ＤＷ Ｎｅｗ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ꎬ ２００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ｗ.ｃｏｍ / ｅｎ / 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ｉ￣

ｚｅｓ－ａｒｒｏｇａｎｔ－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 ａ－２１９５６５８.



在此背景下ꎬ巴罗佐在其第一任期内试图通过加强总秘书处的权力ꎬ改变总司之

间各自为政的情况ꎮ①此前ꎬ总秘书处主要作为委员团层面的行政支持机构ꎬ鲜少介入

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ꎮ 各总司普遍对其潜在干预持排斥态度ꎬ认为总秘书处与其他总

司地位平等ꎬ不具备统筹协调的权力ꎮ 正如普罗迪委员会时期的总秘书长大卫􀅰奥沙

利文所言ꎬ该部门更像是“为其他部门服务的部门”ꎮ 然而ꎬ在巴罗佐的推动下ꎬ总秘

书处的定位逐渐发生转变ꎬ成为一个具有干预能力、并在政治层面更为活跃的机构ꎮ②

为提升委员团对政策制定流程的掌控ꎬ总秘书处设立了专门的政策协调员ꎬ负责监督

总司的政策制定和法案起草工作ꎬ确保其与委员团的政治目标保持一致ꎮ 总秘书处还

负责审查总司之间的合作与征询ꎬ并在立法起草阶段强化牵头总司与委员团及主席内

阁之间的上游协调ꎮ③尽管总秘书处在人员和资源方面相对有限ꎬ但通过对决策流程

和程序的掌控ꎬ能够适当收缩牵头总司的自由裁量空间ꎬ使更多利益相关方在政策酝

酿阶段即参与其中ꎮ 至巴罗佐第二任期ꎬ总秘书处已发展为政治意图与政策执行之间

的重要桥梁ꎬ同时也成为委员团内部以及委员团与总司之间的协调与监督枢纽ꎮ④

容克在接任欧委会主席后ꎬ决心进一步强化对总司的约束ꎬ并打破各部门之间

“孤岛式”的运作模式ꎮ 一方面ꎬ如上所述ꎬ副主席被赋予在具体政策优先领域中横向

协调职能ꎬ推动各总司更加频繁地与其他政策部门展开协作ꎻ另一方面ꎬ总秘书处的职

能被进一步强化ꎮ⑤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ꎬ总秘书处的官员职级被大幅提升ꎬ包括

四名总司长级和三名副总司长级的官员ꎬ成为欧委会内高级公务员最为集中的部门ꎮ

秘书处被要求发挥对立法草案的关键“看门人”作用并协调领导跨部门合作小组ꎮ 在

这一新的组织架构下ꎬ各总司间的协调方式逐渐由以往的“消极合作”向“积极合作”

转变ꎮ 前者以不损害他部门利益为原则ꎬ后者则更加强调基于共同政策目标的实质性

协同ꎮ 虽然新的横向协调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不满ꎬ例如协调流程趋于复杂、责

任划分模糊ꎬ但多数总司高层也承认ꎬ该模式显著改善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跨部门协

作ꎬ尤其在上游阶段的协调效果尤为突出ꎮ⑥ 丹麦学者延斯􀅰布洛姆－汉森(Ｊｅｎｓ Ｂｌ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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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Ｋａｓｓｉｍ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Ｋａｓｓｉｍꎬ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Ｊｏｓé Ｍａｎｕｅｌ Ｂａｒｒｏｓｏ’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ａｒｌｅ Ｔｒｏｎｄａｌꎬ “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Ｖｏｌ.７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４２５－４４６.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 Ｅｒｓｈｏｖａꎬ “Ｔｈｅ Ｗａｔｃｈｄｏｇ 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６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４０７－４２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üｒｇ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Ｊｕｎｃｋｅｒ’ｓ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ｎ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９８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３７８－３９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Ｂａｕｅｒꎬ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Ｋａｓｓｉｍ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Ｑｕｉ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ｂｉ￣

ｎ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ｐｐ.３５４－３７４.



Ｈａｎｓｅｎ)与罗曼􀅰森宁格(Ｒｏｍａｎ Ｓｅｎｎｉｎｇｅｒ)通过对容克委员会后期的十个立法案例

的研究发现ꎬ一项立法提案在起草阶段往往涉及多达 ８ 个至 ２１ 个总司参与ꎮ①部分情

况下ꎬ总秘书处甚至会组织相关总司共同起草会议ꎬ以协作拟定政策文本ꎮ 这一集中

化的协调模式在冯德莱恩担任主席后得以延续ꎬ并在其连任后进一步制度化ꎮ 根据

２０２４ 年新版«工作方法»(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总秘书处

正式成为主席的直属机构ꎬ承担起支持执行副主席与高级代表推动跨部门合作的职

责ꎬ确保提案和决策与«政治指导方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２０２９)所确定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ꎮ 总秘书处被要求支持欧委会主席

(而非之前的副主席)ꎬ负责组建临时的项目组ꎬ以协调关键跨部门倡议和横向政策ꎮ②

在欧委会主席和委员团不断增强对官僚系统控制的同时ꎬ欧委会也逐步调整了对

高级公务员的选拔标准ꎮ 首先ꎬ总司长和副总司长的任职年龄稳步上升:从 １９５８—

１９７３ 年间的平均 ４７ 岁ꎬ提升至德洛尔时期的 ５１ 岁ꎬ而截至目前ꎬ总司长任现职时的

平均年龄已达到 ５５.３ 岁ꎮ③同时ꎬ越来越多的欧委会高级公务员具备了更高层次的学

术背景ꎬ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总司长比例从普拉迪委员会前的 ５９％增加至目前的

７６％ꎮ 除了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变化外ꎬ总司长和副总司长的职业经历也呈现出“欧盟

化”的趋势ꎮ 截至 ２０２５ 年ꎬ总司长在欧盟机构服务的平均年限已达 ２５ 年ꎬ而从未拥有

成员国政府工作经验的比例也上升至 ６２％ꎮ 这表明欧委会在选拔高级管理人员时ꎬ

愈发强调其“欧盟背景”ꎬ以确保其对欧盟政策与政治体系的深入理解和对一体化事

业的坚定承诺ꎮ

在内部的晋升方面ꎬ越来越多的中低级别公务员被选拔进入委员内阁ꎬ通过在幕

僚岗位上积累政治经验后ꎬ进一步晋升为总司的高级管理人员ꎮ 部分人员甚至在多个

委员内阁中连续任职ꎮ 一个典型案例是现任内部市场总司总司长科尔斯廷􀅰约尔纳

(Ｋｅｒｓｔｉｎ Ｊｏｒｎａ)ꎮ 她在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ꎬ先后担任五位分管不同政策领域的委员

的内阁幕僚ꎬ涉及区域政策、扩盟、交通、司法与内政事务以及内部市场等多个总司ꎬ充

分体现出其跨领域、跨部门的丰富履历ꎮ 从宏观趋势看ꎬ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７３ 年ꎬ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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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５９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６２５－６４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ｓ / ｉｐ＿１９＿６６５７ꎻ 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Ｃｈｏ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Ｊｕｌｙ １８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ｒｉ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 / ｃａｒｄ / ８００５３０５.

Ｄｉｄｉ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ｋａｋｉ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ｕｒｏｃｒａｔｓ.



１７􀆰 ９％的总司长具有委员内阁的工作经历ꎻ这一比例在德洛尔任内上升至 ２４.４％ꎬ至

巴罗佐时期进一步升至 ４３.５％ꎬ而截至 ２０２５ 年ꎬ现任总司长中具有内阁背景的比例已

高达 ４８.６５％ꎮ 与此同时ꎬ近四分之三的总司长具有在多个不同总司任职的经历ꎮ 人

员流动性与内阁履历的增加ꎬ显著提升了高级公务员的政治敏感性ꎬ削弱了“部门壁

垒”ꎬ并增强了政策协调能力ꎮ 在政治化转型的背景下ꎬ欧委会高层公务员不仅被要

求具备专业知识与管理能力ꎬ更需拥有政治判断力ꎬ即能够敏锐评估政策或立法的政

治可行性ꎬ并据此判断委员内阁、委员团以及欧洲议会对其政策建议和立法草案的潜

在反应ꎮ 这一变化促使欧委会官僚体系逐步建立起一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ꎬ体现了欧

委会官僚团队在政治化与中立性之间日益融合的发展趋势ꎮ

总体来看ꎬ欧委会的公务员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受到路径依赖的制约ꎬ其集中

化改革并非通过彻底重构总司架构来实现ꎬ而是采取了“加层”方式ꎬ即在原有行政体

系基础上ꎬ叠加新的协调机制与权力节点ꎮ 欧委会官僚体系的集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

政治化进程的制度副产品ꎮ 尽管金诺克改革引入了新的财务管理与人事制度ꎬ强化了

问责制与程序透明度ꎬ但并未触及各总司在政策制定与立法工作中的自主权ꎮ 随着欧

委会政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ꎬ委员们对总司“失控”的感受愈发强烈ꎮ 为应对这一挑

战ꎬ欧委会通过强化总秘书处的统筹协调职能ꎬ以及调整公务员选拔机制ꎬ在组织结构

上实现了垂直整合与横向协调ꎮ 这一发展不仅削弱了总司的自主性与部门壁垒ꎬ更保

障了欧委会各项立法与政策输出与政治目标的一致性ꎮ 更重要的是ꎬ集中化改革提升

了欧委会应对复杂治理挑战的能力ꎮ 特别是在近年来的危机应对中ꎬ欧委会能够通过

统一的政治领导、积极的跨部门协调与资源整合ꎬ提出更系统的应对方案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欧委会公务员体系的集中化并非对其中立性的侵蚀ꎬ而是力求在政治逻辑与行

政效率之间实现新的平衡ꎬ使该机构在不断扩展的职权范围内ꎬ具备更强的执行力与

政策统筹能力ꎮ

七　 欧委会改革的前景与挑战

随着 ２０２４ 年换届完成ꎬ欧委会制度迈入一个相对成熟的新阶段ꎮ 欧洲议会与欧

洲理事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趋于平衡ꎬ欧委会在输入与输出合法性之间没有明显的短

板ꎬ并在政治化与中立性之间实现了较为协调的融合ꎮ 在现有条约框架下ꎬ进一步推

进政治化与总统化改革的政治空间日益收窄ꎮ 然而ꎬ这并不意味着欧委会已进入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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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停滞”阶段ꎮ 相反ꎬ历次改革为该机构注入显著的能动性ꎬ使其能够在规则既定

的情况下主动探索新路径、塑造政策议程ꎮ 现任主席冯德莱恩显然致力于最大程度上

释放这一潜能ꎬ将欧委会从传统的“规则接受者” ( ｒｕｌｅ ｔａｋｅｒ)发展为“规则制定者”

(ｒｕｌｅ ｍａｋｅｒ)ꎮ 这一转变在第二届冯德莱恩委员会提出的新版«政治指导方针»中体

现得尤为鲜明ꎮ

相较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版本ꎬ新版«政治指导方针»首次呈现出“三合一”的

特征———它在欧委会自身政策议程的基础上ꎬ①系统吸纳了欧洲理事会«战略议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２４－２０２９)和欧洲议会主要党派的竞选纲领ꎬ从而形成一套更具整

合性与政治针对性的行动蓝图ꎮ 新版文件围绕增强竞争力、推动工业转型、捍卫民主

价值观以及强化«欧洲绿色协议»执行力度等重点领域ꎬ提出了若干重大举措ꎬ其中包

括设立防务委员、扩大欧洲防务基金规模ꎬ以及加大对国防工业的投资ꎬ旨在塑造一个

更安全、更具战略自主性的欧洲ꎮ 在«政治指导方针»的基础上ꎬ欧委会于 ２０２５ 年年

初相继发布了«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ＡＩ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和«重新武装欧洲

计划»(ＲｅＡ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ｌａｎ)两项千亿欧元级别的投资框架ꎬ试图通过创新的融资机

制ꎬ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与防务安全领域提升欧盟的自主能力和话语权ꎮ

第二届冯德莱恩委员会所提出的指导方针以及截至 ２０２５ 年年中所提出的具体政

策计划ꎬ不仅体现了欧委会在应对内外挑战中的积极作为ꎬ更反映了该机构政治定位

的深刻转变ꎮ 欧委会不再满足于追求成员国立场的最大公约数( ｌｏｗｅ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ꎻ相反ꎬ它开始在维护必要共识的同时设定更高的政策目标ꎬ通过议程引领

与跨机构协调ꎬ推动成员国向更高水平的合作靠拢ꎮ 然而ꎬ欧委会的政治雄心也面临

现实制约ꎮ 核心问题在于ꎬ政策目标的不断攀升与可调动资源之间的不对称愈发凸

显ꎮ 正如马奥尼与塞伦所强调的ꎬ制度变迁往往嵌套于其他制度安排之中ꎬ并与之产

生复杂的互动效应ꎮ 欧委会的改革在强化内部治理结构的同时ꎬ也深刻影响了欧盟整

体的运作逻辑、危机应对以及对外政策ꎮ 在这一嵌套关系中ꎬ欧盟的预算与融资能力

既是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ꎬ也是维系欧委会制度发展持续性的必要条件ꎮ 新版«政治

指导方针»提出ꎬ需要强化欧盟预算ꎬ使其与各政策领域的目标水平相匹配ꎬ这不仅关

乎具体政策项目的落地ꎬ更直接关系到欧委会能否在现有条约框架内延续并深化其政

治与制度改革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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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包括欧委会委托撰写的报告中的观点和建议ꎬ例如关于竞争力的«德拉吉报告»(Ｄｒａｇｈｉ Ｒｅｐｏｒｔ)、关
于农业的战略对话报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关于共同市场的«莱塔报告»(Ｌｅｔｔａ Ｒｅ￣
ｐｏｒｔ)和关于安全战略的«尼尼斯托报告»(Ｎｉｉｎｉｓ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等ꎮ



在此背景下ꎬ２０２５ 年 ７ 月ꎬ欧委会提出新一轮多年期财政框架草案ꎬ将 ２０２８—

２０３４ 年的预算总规模提升至 １.８ 万亿欧元(２０２５ 年固定价格)ꎬ较现行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

１.２ 万亿欧元的水平显著增长ꎮ 冯德莱恩强调ꎬ当前的欧盟预算“是为一个不再存在

的世界设计的”ꎬ而新预算旨在为建设一个更具韧性、更具竞争力并具备战略自主性

的欧洲提供制度与财政的双重保障ꎮ 新的预算草案首先计划引入五项新的自有财源:

基于跨国企业利润的“欧洲企业资源”、电子废弃物税、烟草消费税、排放交易体系的

新增收益ꎬ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的部分收入ꎮ 欧委会预计ꎬ这些新税种和调整每年可

带来约 ５８２ 亿欧元的财政增量ꎬ从而降低对成员国缴款的依赖ꎬ增强欧盟预算的自主

性与可持续性ꎮ 此外ꎬ草案在预算理念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转向:其一ꎬ从“项目导向”

向“政策导向”模式过渡ꎬ使资金分配更好地契合新版«政治指导方针»所确定的优先

事项ꎬ并提升财政工具的整合性与灵活性ꎻ其二ꎬ从“成本导向”向“绩效导向”转型ꎬ通

过设定明确的产出与成效指标ꎬ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与问责性ꎮ

具体而言ꎬ欧委会计划将现有七大支出领域压缩为四类ꎬ并将 ５２ 个具体投资项目

整合为 １６ 个ꎮ 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将共同农业政策与凝聚政策合并为“国家与区域

伙伴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ｌａｎｓ)ꎬ并纳入当前渔业、移民与边境管

控等 １９ 个项目ꎮ 按照欧委会的设想ꎬ伙伴计划将成为统一的政策与财政平台ꎬ由欧委

会、成员国和地方政府共同设计和实施ꎬ其核心逻辑是“以改革换资金”ꎬ即成员国必

须在伙伴计划中明确改革与投资承诺ꎬ涵盖经济结构优化、就业、气候转型和数字化等

领域ꎬ资金拨付则与改革进展直接挂钩ꎬ若目标未实现ꎬ欧委会可暂停、削减甚至取消

拨款ꎮ

在四大支出类别中ꎬ“竞争力、繁荣与安全”是增长幅度最大的板块ꎬ其预算规模

较上一周期涵盖类似职能的项目增加了约 １４０％ꎮ 该类别整合了绿色转型、教育、数

字化、工业发展、航天、防务及民事保护等多个领域ꎮ 其中ꎬ防务与航天的预算被大幅

提升至 １３１０ 亿欧元ꎬ约为现行水平的五倍ꎮ 另一新增重点“全球欧洲”涵盖对外援

助、邻国政策、发展合作与危机应对等领域ꎬ较现行框架增长 ３７.９％ꎮ 其中ꎬ专门设立

了“乌克兰储备”作为特别专项ꎬ通过欧盟预算担保的贷款与赠款形式支持乌克兰的

战后重建与经济复苏ꎮ

在预算草案公布后ꎬ欧委会与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将展开长达两年的谈判ꎮ 欧委会

方面的谈判班底包括负责预算与行政事务的波兰籍委员皮奥特􀅰塞拉芬(Ｐｉｏｔｒ Ｓｅｒａ￣

ｆｉｎ)、冯德莱恩前幕僚、现任预算总司司长斯蒂芬妮􀅰里索(Ｓｔéｐｈａｎｉｅ Ｒｉｓｏ)ꎬ以及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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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的现任幕僚长比约恩􀅰塞贝特(Ｂｊöｒｎ Ｓｅｉｂｅｒｔ)ꎮ 这种由主席直接领导的团队配

置ꎬ凸显了近年来欧委会内部日益增强的集中化趋势ꎬ也反映出冯德莱恩在重大制度

改革议程中所展现的强烈个人掌控力ꎮ 然而ꎬ预算草案的政治前景并不明朗ꎮ 一方

面ꎬ欧洲议会在第一时间即对欧委会方案表示批评ꎬ认为该草案过于保守ꎬ不足以回应

欧盟面临的长期挑战ꎮ①另一方面ꎬ部分强调财政纪律的成员国担忧新提案将削弱国

家财政主权、冲击既有的财政纪律框架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对欧委会可能扩大对其国

内政策的干预心存戒备ꎮ

虽然目前讨论预算改革的最终结果为时过早ꎬ但本文认为ꎬ如果部分成员国最终

成功阻止冯德莱恩委员会的改革企图ꎬ欧委会制度可能进入达隆􀅰阿西莫格鲁(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学者所提出的“战略稳定”阶段ꎮ②与“制度停滞”不同ꎬ这一阶段并非由

于缺乏变革动力ꎬ而是因为关键行为体基于前瞻性计算而选择维持现状ꎮ 他们担心制

度改革会在未来削弱自身地位ꎬ或引发难以控制的“滑坡效应”ꎮ 因此ꎬ即便承认现行

安排并非最优ꎬ关键成员国仍可能基于风险规避而形成事实上的否决力量ꎮ 与此同

时ꎬ也应避免陷入“成员国永远不会接受”的叙事ꎮ 历史经验表明ꎬ重大危机与外部威

胁往往是欧盟突破政治僵局、推动制度创新的催化剂ꎮ 从供应链安全到防务合作ꎬ欧

盟内部正在形成趋同的风险感知ꎬ这为预算改革的政治可行性提供了潜在支撑ꎮ 更重

要的是ꎬ经过政治化、总统化与集中化改革ꎬ欧委会已逐渐摆脱作为成员国“代理人”

的单一角色ꎮ 该机构不再局限于技术监管与监督执行ꎬ而是积极介入移民、能源、公共

卫生、地缘安全等高度政治化的领域ꎬ成为引领政策方向与整合政治意愿的关键机构ꎮ

通过多维度的改革ꎬ欧委会正在其输入合法性与输出合法性之间建立起相互强化的良

性循环ꎮ 随着这种循环的稳固ꎬ欧委会的“实际能力”不断积累ꎬ日益成为塑造欧盟未

来的关键力量ꎮ

八　 结论

作为欧洲一体化研究、国际组织研究以及官僚组织研究等多个领域的重要案例ꎬ

欧委会制度的发展历程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素材ꎮ 回顾其制度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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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 Ｓｉｍｐｌｙ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Ｍｅｅ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Ｌｅａｄ ＭＥＰｓ
Ｓａｙꎬ” Ｊｕｌｙ １６ꎬ ２０２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ｅｗｓ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ｏｏｍ / ２０２５０７１４ＩＰＲ２９６３０ / ｂｕｄｇｅｔ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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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ꎬ Ｇｅｏｒｇｙ Ｅｇｏｒｏｖ ａｎｄ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Ｓｏｎｉｎ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ꎬ” ｐ.
３７６.



不难发现ꎬ欧委会的初始制度设计对其后续发展和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ꎬ体现出显著

的路径依赖特征ꎮ 这种路径依赖首先体现在该机构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ꎬ难以

迅速调整其制度结构ꎬ导致其在输入和输出合法性上面临挑战ꎮ 其次ꎬ即便在 １９９９ 年

危机之后ꎬ欧委会启动了改革进程ꎬ但主要的改革仍是以“加层”的形式进行ꎬ而非“置

换”ꎮ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 １９９９ 年桑特委员会集体辞职视为一个导致路径转向的

“关键时刻”ꎬ因为后续新的制度元素的引入从根本上重塑了欧委会的能动性、政治角

色及其合法性基础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推动欧委会制度发展路径转向的关键力量并非源

自外部危机ꎬ而是源于欧盟各方的竞合博弈ꎬ以及对提升欧盟整体及欧委会制度合法

性的内在需求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欧洲议会的作用尤为显著ꎮ 长期以来ꎬ议会对自身在

欧委会制度中的边缘化地位感到不满ꎬ认为其在关键人事任命和政策指定上的话语权

不足ꎮ 对此ꎬ议会积极主张在欧委会主席人选的提名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ꎬ并不断施

压要求欧委会在政策议程设定上回应议会中主流党团的诉求ꎮ 与此同时ꎬ欧委会并非

被动的改革接受者ꎮ 其领导层充分利用欧盟条约的模糊空间、机构间的竞合关系以及

自身的政策自由度ꎬ主动推动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ꎮ

在改革过程中ꎬ欧委会制度呈现出政治化、总统化与集中化三大趋势ꎮ 政治化改

革促使欧委会在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与欧洲议会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ꎬ为该机构提

供了民主授权基础ꎮ 总统化改革则回应了欧委会在扩盟背景下ꎬ对来自成员国的“输

入合法性”的维护需要ꎬ也有助于增强该机构在政策执行端的“输出合法性”ꎮ 最后ꎬ

集中化改革旨在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强化上游协调ꎬ在政策产出端有效提升了合法性

表现ꎬ并缓解政治化改革对欧委会政治中立性的挑战ꎮ 总体而言ꎬ上述三个维度的改

革相辅相成ꎬ共同塑造了一个更具政治能动性的欧委会ꎮ 至冯德莱恩的第二个任期ꎬ

欧委会制度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衡的阶段ꎮ 进一步的政治化与总统化改革或需

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来实现ꎮ 但与此同时ꎬ新的挑战也不断显现ꎬ特别是欧委会日益拓

展的政策目标与其实际可调动资源之间的落差日渐突出ꎻ欧委会与欧盟其他各方在财

政改革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引发新的摩擦ꎮ 此外ꎬ在欧盟政治生态日趋“极化”的背景

下ꎬ如何在“疑欧派”力量可能扩大的情况下持续巩固改革成果ꎬ成为欧委会面临的另

一大挑战ꎬ值得学界持续关注并开展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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